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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环境中的创业活动: 中美对比

□ Ｙｏｕ (Ｗｉｌｌｏｗ) Ｗ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 Ｅｅｓｌｅｙ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Ｍ.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摘　 要: 本文总结了有关动态环境中的创业活动的部分最新进展ꎬ 并且特别关

注中美情境ꎮ 在第一部分ꎬ 我们关注以科技迅速变迁为特点的美国情境ꎬ 回顾了研

究创业者如何在该情境中应对动态环境的有关文献ꎮ 具体而言ꎬ 我们开展了三个层

面的分析: 个人层面 (管理认知及微观基础)、 团队层面 (高管团队和董事会)、 跨

组织层面 (合作伙伴关系)ꎮ 在第二部分ꎬ 我们关注以制度变迁频繁、 叠加市场变动

为特点的中国情境ꎬ 回顾了研究创业者如何在该情境中应对动态环境的有关文献ꎮ

在此ꎬ 我们强调制度变迁的三个方面: 制度壁垒的降低、 新兴的制度中介、 制度的

不一致ꎮ 在 “讨论与总结” 部分ꎬ 我们着重指出中美两国的研究者和创业者应如何

相互学习ꎮ 至为关键的是ꎬ 我们呼吁各位学者去建立密切的合作ꎬ 以跨越国界、 跨

越这两种往往相互独立发展的创业研究领域ꎮ

关键词: 动态环境ꎻ 中国创业ꎻ 美国创业

一、 引言

为了更好地研究动态环境中的创业活动ꎬ 我们急切呼吁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ꎮ

具体而言ꎬ 我们呼吁跨越中美创业生态系统的合作ꎮ 为此ꎬ 我们回顾了几类创业文

献ꎬ 并指出对各类情境下的研究而言ꎬ 它们的重要贡献在何处、 可以向其他研究学

习什么ꎮ 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涉及动态环境及制度变迁的创业研究ꎮ 有关动态环境中

的创业活动的研究ꎬ 大多数是在西方 (通常是美国) 情境下发展起来并接受检验的ꎬ

而这些情境具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民主制度ꎮ 与之相反ꎬ 制度理论虽然最初也是在

西方 (通常也是美国) 情境下发源而来ꎬ 但是新近研究将之延伸到了欠发达而快速

发展的经济体 (特别是中国)ꎮ 若无中美 (以及其他国家) 的通力合作ꎬ 针对动态环

境中创业活动的探讨很可能因而错失良机、 泯灭灼见ꎮ

本文关注的这些研究领域ꎬ 它们虽独立发展、 尚未进行密切交流ꎬ 但一旦交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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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所裨益ꎮ 在这个充满政治动乱与经济竞争

的时代ꎬ 机遇更加丰富ꎬ 互惠互利更为频繁ꎬ

开展有效的跨国学术交流与合作显得更为重要ꎮ

在欠发达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ꎬ 大量创业者

蒸蒸日上ꎮ 许多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创业者ꎬ

甚至也在特殊的领域开拓商业机遇ꎬ 包括那些

监管制度尚未成熟的领域 (如金融科技、 无人

机、 航空、 能源、 紧急疫苗开发、 人工智能、

移动通信) 以及监管灰色地带 (如专车服务、

共享经济、 零工经济)ꎮ 这类特殊领域与那些曾

在制度动态经济体 (如中国) 中被识别出来的

战略高度相关ꎮ 放眼全球ꎬ 未来几年在科技和

制度方面的颠覆性变革定将愈演愈烈ꎬ 许多国

家很有可能选择兼具中美创业特点的综合模式ꎮ

但有一点很清楚ꎬ 未来成功的创业生态系统将

同时需要 “正确的” 制度变革和 “正确的” 创

业战略去应对动态环境ꎮ

动态环境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的特征

体现为: 在发现和抓住创业机会时ꎬ 它所呈现

出的高速、 高复杂性、 高模糊性和高不可预测

性 (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ꎻ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具体而言ꎬ 速度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即新机会出现的速

度ꎻ 复杂性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即创业者欲抓住机会

时ꎬ 必须正确兼顾的特征的数量 (例如ꎬ 新药

研发的复杂性体现在它同时需要开发新技术以

及取得监管批准)ꎻ 模糊性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即由新

兴市场特征的不明朗导致的机会识别困难ꎻ 不

可预测性 (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是最重要的特征ꎬ

它是指机会涌现的一般模式被颠覆ꎬ 很难再依

据过去预测未来ꎮ 中美两国的创业者越来越多

地发现自己在高度动态并日趋白热化的动态环

境中展开竞争ꎮ

对于中国情境ꎬ 上述四个维度都在变得愈

加动态ꎮ 过去数十年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以及

制度环境的急剧变迁ꎬ 都促成了这些变化ꎮ 一

方面ꎬ 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疾速科技变

革ꎬ 高速地创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ꎮ 中国在过

去十年中ꎬ 几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连接了

互联网ꎮ 阿里巴巴、 腾讯和百度等诸多互联网

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ꎬ 并获得成功ꎮ 另一方

面ꎬ 随着人工智能、 ５Ｇ 通信、 物联网和区块链

等技术的进步ꎬ 未来十年很有可能会出现更多

创业机会ꎮ

然而若想抓住这些新机遇ꎬ 则会变得越来

越复杂、 越来越困难ꎬ 因为这需要长时间多样

化的战略决策才能实现ꎮ 特别对于科技创业者

而言ꎬ 他们经常需要快速的战略决策 ( ｆａｓｔ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ꎬ 使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快地在高

速发展的环境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 (Ｅｉｓｅｎ￣

ｈａｒｄｔꎬ １９８９)ꎮ 要想做出快速的决策ꎬ 创业者需

要同时考虑多种情况ꎬ 把多种应对决策熟稔于

心以便更好地进行整合ꎮ 这些需要同时兼顾的

多元考虑ꎬ 都增添了机会捕捉的复杂性ꎮ

除了快速决策ꎬ 成功的创业者还需要平衡好

灵活性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和效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也

就是说ꎬ 在灵活适应意外机会、 有效执行特定

机会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当动态环境特征的四个维度处于高位水平

时ꎬ 这种平衡会变得愈富挑战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 ꎬ

２０１０)ꎮ 高不可预测性尤其棘手ꎬ 因为在这种环境

中ꎬ 最优结构往往非常稀缺 (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总之ꎬ 在争取抓住有前景的创业机会时ꎬ 技术

变革往往会催生更为高速、 更高复杂性、 更高

模糊性以及更高不可预测性的高度动态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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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ꎬ 制度变迁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同

样快速地创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ꎮ 我们认为制

度是规制性、 规范性和认知性要素ꎬ 这些要素

为社会生活提供了稳定性和意义 (Ｓｃｏｔｔꎬ ２０１３)ꎮ

制度旨在提供稳定性ꎬ 不过制度本身也处在变

化之中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政

府采取了诸多重要举措以减少开办和经营企业

的障碍 (Ｅｅｓｌｅｙꎬ ２０１６)ꎮ 这项改革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是 “现代化”ꎬ 也就是通过提高中国企

业的技术能力去刺激经济增长 ( Ｅｅｓｌｅｙ ＆ Ｌｉꎬ

２０１４)ꎮ 这些早期的制度变革通过扩大技术知识

基础来创造创业机会ꎮ 不过ꎬ 技术变革主要发

生在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的部门ꎬ 例如能源、 制

造、 远程通信、 石油化工和冶金领域 (Ｅｅｓｌｅｙ ＆

Ｌｉꎬ ２０１４)ꎮ 其问题在于ꎬ 国有企业的代理风险

会导致创新活动中资源分配的低效率 ( Ｊｉ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一个更为近期的制度变革范例是

２０１４ 年推行的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政策ꎬ

它为草根创业者创造了大量的机会ꎮ 该政策降低

了开办企业的门槛ꎬ 使随后几年中ꎬ 初创企业和

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急剧增加ꎮ 总而言之ꎬ 制度

变迁使动态商业环境中的机会更为快速地涌现ꎮ

然而ꎬ 制度变迁也可能增加环境本身的不

可预测性ꎬ 以及在识别和利用潜在机会时的模

糊性ꎮ 一个增加模糊性的例子是ꎬ 中国经济在

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过程中ꎬ 创业者

很难识别出机会到底是来自于政府还是来自于

自身的创新能力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ꎮ 当

地方的制度变革与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不一致的

时候ꎬ 环境的模糊性便增加了 (Ｅｅｓ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一个增加不可预测性的例子是 ２０１４ 年

“双创” 政策之后ꎬ 风险投资降温ꎬ 潜在的创业

者因大量的风投失败案例、 金融市场的逐渐下

行而变得更加谨慎ꎮ 此外ꎬ 中美贸易战进一步

增加了机会的不可预测性ꎮ 总而言之ꎬ 制度变

迁也会使创业者在动态变化的商业环境中争取

机会时ꎬ 面临越来越高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ꎮ

综上所述ꎬ 我们认为ꎬ 在当下对动态环境

中创业活动的研究进行总结是恰逢其时的ꎮ 在

下一部分中ꎬ 我们关注美国情境下为科技迅速

变迁驱动的环境动态性ꎬ 回顾研究创业者如何

应对这种动态环境的有关文献ꎮ 我们着重对三

个层面进行分析: 个人层面 (即管理认知及微

观基础)、 团队层面 (即高管团队和董事会)、

跨组织层面 (即合作伙伴关系)ꎮ 在第三部分

中ꎬ 我们关注中国情境ꎬ 回顾了研究创业者如

何在该情境中应对动态环境的有关文献ꎮ 中国

情境下的动态环境由制度变迁主导ꎬ 同时会因

技术、 竞争等方面的市场变化而显得愈加复杂ꎮ

我们审视了三个层面的制度变迁: 制度壁垒的

降低、 新兴的制度中介、 制度的不一致ꎮ 在最

后一部分ꎬ 我们对比指出中美能够从彼此的创

业研究中学到什么ꎮ

二、 动态行业环境中的

创业活动

　 　 对动态环境而言ꎬ 其主要挑战在于: 在灵

活抓住多变的意外机会、 有效执行特定机会这

两种基本张力之间取得平衡ꎮ 在个人层面ꎬ 创

业者可以考虑环境动态的多样性ꎬ 并依靠高阶

思维模式ꎬ 采取反直觉的 “不平衡” 策略ꎬ 以

实现灵活性、 抵消惯性趋势ꎬ 从而实现这种平

衡ꎮ 在团队层面ꎬ 拥有共同经验和多样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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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始团队ꎬ 以及拥有有效快速的决策者的执

行团队ꎬ 都更有可能实现这种平衡ꎮ 在跨组织

层面ꎬ 创业者可以组合使用高效连带建立战略

(如催化战略和 “跳远” 策略) 以及灵活连带

维系战略 (如序贯关注和轮值领导)ꎮ 下面将详

细讨论这三个层面的内容ꎮ

(一) 微观基础: 高效而灵活的管理认知

管理认知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 是平衡动

态环境的效率和灵活性的基础ꎮ 具体而言ꎬ 创

业者和管理者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来更广泛地

实现此平衡: 强调 “简单规则” 的启发式战略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ｕｌｅｓ”)、

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做出调整、 依靠更高阶的

专业认知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下面将对

此展开叙述ꎮ

第一ꎬ 随着时间推移和规模扩大ꎬ 组织会

变得结构化ꎬ 创业者和管理者可以通过 “不平

衡” 打破组织结构化进程ꎬ 以实现灵活性和效

率的平衡 (Ｂｉｎｇｈａｍ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１ꎻ Ｂｒｏｗｎ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１９９７ꎻ 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这种动态

平衡可通过诸多工具去实现: 第一个工具是启

发式的简单规则流程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ｂａｓｅｄꎬ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ｕｌｅ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ꎬ 它允许即兴更改ꎻ 第二个工具

是简化业务循环 (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ｉｎｇ)ꎬ 以便

根据新经验去更新结构ꎬ 而不必扩充原有结构ꎻ

第三个工具是灵活性注入战术 (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ｉｎｊｅｃｔｉｎｇ ｔａｃｔｉｃｓ)ꎬ 如原型法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ｉｎｇ)、 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和冗余组织单位 ( 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ｓ)ꎮ

第二ꎬ 对效率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而言ꎬ

动态环境的四个维度会不相一致地影响其重要

性和难易程度ꎬ 创业者和管理者可以据此权宜

做出调整ꎮ 比如ꎬ 在高模糊性的环境中ꎬ 平衡

效率和灵活性变得很容易ꎬ 乃至并不重要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 此时适宜改造环境ꎮ

相反ꎬ 在高不可预测性的环境中ꎬ 平衡效率和

灵活性非常重要ꎬ 因为此时的结构与绩效呈现

倒 “Ｖ” 形的关系ꎬ 即只有稀少的最优结构

(Ｄａｖｉ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除了动态环境的多维度ꎬ

组织还可能在多个市场中运作ꎬ 面对多样的环

境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最优战略是在已有市场中

更注重效率ꎬ 在新市场中更注重灵活性ꎮ

第三ꎬ 创业者和管理者可以运用富有认知

复杂性的思维方式来达到平衡ꎬ 包括抽象思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认知多样性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和 “故意中断”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ꎮ 因为

这些管理人员在动态环境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

机会ꎬ 抽象思考可以让他们在看似多样化的经验

中创造一个统一的理解 (Ｂｉｎｇｈａｍ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１)ꎮ 更深入的抽象思考可以从外表迥乎不同

的情境中发现其相似之处ꎮ 通过识别这些相似

之处ꎬ 管理人员的效率得以提高ꎮ 另外ꎬ 通过

抽象思考而得出的一般化的理解还为灵活行动

创造了空间ꎬ 因为这些行动可以在特定的情境

中落地实施ꎮ 类似地ꎬ 认知多样性 (例如ꎬ 有

关问题解决的多种心理模板) 也是提高效率的

基础ꎮ 此外ꎬ “故意中断” 可以增进灵活性ꎬ 因

为它对一系列的活动具有推进作用ꎬ 这些活动

可以对目前的行动进行复评ꎬ 并引发行动方向

的切换ꎮ

总之ꎬ 对动态环境下组织绩效的微观基础

而言ꎬ 平衡效率和灵活性是其核心ꎮ 创业者和

管理者可以通过诸多更高阶的思维模式来达到

这个平衡ꎬ 即在企业发展中 “不平衡” 地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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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精准适应动态环境的各个维度以及依

靠抽象思考和多种心理模型等ꎮ

　 　 (二) 组织内部管理: 高效且灵活的执行

团队

　 　 在高层管理团队中ꎬ 团队的构成 (即结构)

和团队成员的互动 (即流程) 是达到灵活性与

效率平衡的关键ꎮ 从印记 (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的视角

来看ꎬ 兼具共同经验和多元化经验的创业团队

更有可能达到此种平衡 (Ｅｅｓ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 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ꎬ １９９０)ꎮ 从代理的角

度来看ꎬ 抓住机会的效率取决于执行团队快速

有效制定决策的能力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１９８９)ꎬ 以及

ＣＥＯ 对董事会成员的策略性管理能力 (Ｇａｒｇ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６)ꎮ

一方面ꎬ 创始团队的构成会影响争取机遇

的效率和灵活性ꎬ 从而对创业绩效产生烙印效

应ꎮ 在动态环境中ꎬ 兼具共同经验和多元化经

验的团队更可能有卓越表现ꎬ 其原因在于共同

经验提高了效率ꎬ 而多元化经验提高了灵活性ꎮ

例如ꎬ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和 Ｓｃｈｏｏｎｈｏｖｅｎ (１９９０) 发现ꎬ

在拥有共同经验的团队里ꎬ 经验更多元化的团

队会有更高水平的销售增长ꎮ 他们还发现ꎬ 在

上述团队特征与市场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ꎬ

这说明团队构成至关重要ꎬ 它在动态市场中可

以进一步放大卓越企业的优势ꎮ Ｅｅｓｌｅｙ 及其合

作者 (２０１４) 还提出ꎬ 团队构成的多样性对创

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商业环境是合作性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的还是竞争性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的ꎮ

他们发现多元化的创始团队构成在竞争性的商

业环境中表现更优ꎬ 以技术为中心的创始团队

在合作性的商业环境中表现更优ꎮ

另一方面ꎬ 执行团队成员间的战略互动也

影响了争取机遇时的效率和灵活性ꎮ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１９８９) 提出了快速战略决策制定者的五个特

征: 关注实时而非历史信息、 设计更多的方案、

使用两个层次的建议流程、 采取 “有条件的共

识” (即包容而果断的举措) 去解决冲突、 整合

那些能够增强适应能力的战略决策ꎮ 这五个特

征取决于三个中间过程: 加速的认知过程 (ａｃ￣

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平稳的团队过程

(ｓｍｏｏｔｈ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ｏｃｅｓｓ)、 行动的信心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ｃｔ)ꎮ 针对上述有关印记视角的讨论ꎬ 我们补

充一点: 这些过程的特征突出了高层团队成员

频繁互动的重要性ꎬ 并强调情绪是高风险决策

制定的一部分ꎮ

在一 些 相 关 研 究 中ꎬ Ｇａｒｇ 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２０１６) 研究了创业企业的 ＣＥＯ 在战略决策过

程中如何机敏地与董事会周旋ꎮ 他们发现高效

的创业企业 ＣＥＯ 会采取四种做法ꎮ 首先ꎬ 他们

会在董事会议之外ꎬ 与每一位董事进行一对一

的对话ꎬ 以此建立融洽关系并收获深刻的见解ꎮ

其次ꎬ 他们在正式董事会议上只提出一个正式

的方案 (而不是多个)ꎬ 而且这个方案早已经过

高管团队的深思熟虑ꎮ 再次ꎬ 他们在董事会议

之外进行头脑风暴以拓宽思路ꎮ 最后ꎬ 他们在

战略决策过程的结尾时采取政治性的行动以确

保其顺利结束ꎮ 这些做法在维持 ＣＥＯ 权力的同

时ꎬ 能够提供有用的建议ꎮ 总而言之ꎬ 多样化

的建议有利于提高争取机遇时的灵活性ꎻ 集权

则有利于保证快速决策ꎬ 提升争取机遇时的

效率ꎮ

综上所述ꎬ 团队构成和执行团队成员的互

动影响了战略决策的灵活性和效率ꎬ 最终影响

企业能否有效地捕捉机会ꎮ 那些兼具共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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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元化经验的团队和具有快速有效的战略决

策能力的董事会更有可能实现此种平衡ꎬ 继而

在动态环境中表现出众ꎮ

(三) 跨组织关系: 高效而灵活的连带

在跨组织层面ꎬ 与合作伙伴建立高效而灵活

的连带是在动态环境中取胜的关键ꎮ 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ꎬ 先前的研究发现创业者和管理者可以采

取催化战略 (ｃａｔ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Ｈａｌｌｅｎ ＆ Ｅｉｓ￣

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２) 和 “跳远” 策略 ( ｌｏｎｇ ｊｕｍｐｓ)

(Ｏｚｃａｎ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０９) 去有效地建立关系ꎬ

并且使用序贯关注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和轮值

领导 (ｒｏｔａｔ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去保持灵活性 (Ｄａｖｉｓ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１ꎻ Ｏｚｃａｎ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０９)ꎮ

一方面ꎬ 要在动态环境中抓住迅速出现的

机遇ꎬ 至关重要的是能够有效地与理想的合作

伙伴建立连带ꎮ “有效地建立连带” 指的是省

时、 省力地得到可接受的结果 (Ｈａｌｌｅｎ ＆ Ｅｉｓｅｎ￣

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２)ꎮ 如果创业者具备有效建立连带的

能力ꎬ 该企业就最有可能收获高质量的连带、

投资组合和网络产出 ( Ｈａｌｌｅｎ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２)ꎮ 为了有效建立关系ꎬ 这些研究者建议条

件稍差的创业者和管理者运用催化战略去创造

建立连带的机会ꎮ 这些催化战略 ( ｃａｔａｌｙｚ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包括非正式约见 (ｃａｓｕａｌ ｄａｔｉｎｇ)、 把

握证据点的时机 ( ｔｉｍ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ｒｏｏｆ ｐｏｉｎｔｓ)、

密切关注合作伙伴的利益、 构建一个备选的友

好关系ꎮ 与之类似ꎬ Ｏｚｃａｎ 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２００９)

提出ꎬ 若创业者和管理者之前并没有连带ꎬ 则

可以基于预期的 (而非原有的) 连带ꎬ 与先前

无连带的伙伴形成 “关系三角”ꎬ 并在其中充当

中间人ꎮ 因此ꎬ 通过 “跳远” 策略 (同时与两

个先前并无关系的伙伴形成关系三角并充当中

间人)ꎬ 创业者和管理者可以有效建立连带ꎬ 并

且减少结构上的互相依赖ꎮ

另一方面ꎬ 为了在动态市场中开拓出更为

丰富的机遇ꎬ 在建立连带以及合作过程中保持

灵活性也非常重要ꎮ 特别是ꎬ 在面对争取机遇

过程中的高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之时ꎬ 创业者

和管理者可以一次性建立多个连带并使用序贯

关注来管理关系ꎬ 从而避免因不知情而导致的

孤注一掷 (Ｏｚｃａｎ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０９)ꎮ 围绕市

场的重大不确定性而建立多个连带ꎬ 有助于确

保企业在诸多可能性之中仍可以保持优势地位ꎮ

对涉及多个关系的序贯管理而言ꎬ 通过一次只

关注一个或少数几个合作伙伴ꎬ 可以进一步削

减连带数量与连带紧密程度之间的消长关系ꎮ

同样是为了保持灵活性ꎬ Ｄａｖｉｓ 和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２０１１) 发现在合作性企业之间的轮值领导提升

了创新绩效ꎮ 一个轮值领导过程包括: 轮流进

行决策制定ꎬ 以实现每个伙伴的长处ꎻ 在多个

目标间转换ꎬ 以进行广阔而深入的调查ꎻ 使网

络级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ａｓｃａｄｅｓ) 产生波动ꎬ 以激活

多元参与者的资源ꎮ 这种轮值领导克服了长期

关系的惯性ꎬ 有利于激发合作创新ꎬ 以便更好

地应对动态环境ꎮ

总之ꎬ 创业者和管理者需要建立有效的连

带以执行特定的机会ꎬ 并在建立关系时保持灵

活性、 开展密切合作ꎬ 去开拓更广阔的机遇ꎮ

催化战略和 “跳远” 策略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

建立连带ꎬ 而序贯关注和轮值领导可以保持灵

活性ꎮ

(四) 小结

这三种创业战略帮助企业在动态环境中制

胜ꎬ 但很少在西方之外的情境下得到检验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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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研究上的隔阂令人震惊ꎬ 即便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１９８９) 的多案例研究方法已经深刻影响了质性

研究方法ꎬ 并使之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的情境中得以应用和流行 (Ｇｕｏ ＆ Ｍｉ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０ꎻ

Ｐｌａｋｏｙｉａｎｎａｋ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不同规制性、 规范

性或认知性的制度环境可能会催生新颖的战略

过程形式ꎬ 或者改变效率和灵活性的平衡关系ꎮ

在下述 “讨论和总结” 部分ꎬ 我们会重新回到

这个话题ꎬ 并探讨其他的研究机会ꎮ

三、 动态制度环境下的创业活动

上述部分关注美国创业者如何处理效率与

灵活性之间的张力ꎬ 以有效地捕捉动态行业环

境中的机会ꎮ 诸多相关研究都集中于个人或团

队层面ꎬ 以此探讨企业的绩效ꎮ 因为美国的制

度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ꎬ 所以相关

创业文献所检验的通常是技术变革主导下的

环境ꎮ

相反ꎬ 在 １９７８ 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ꎬ 中国

经历了急剧的制度变迁ꎮ 这些制度的变化也为

创业者们创造了动态的环境ꎬ 不过作用机制并

不相同ꎮ 制度变化以及其与市场变化之间的相

互作用 (比如技术更替) 是中国情境下创业研

究的热点 (Ｌｉ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７ꎻ Ｌｉ ＆ Ａｔｈｕａｈｅｎｅ－

Ｇｉｍａꎬ ２００１)ꎮ 因为其变化如此巨大ꎬ 所以本文

特别关注中国的制度变迁ꎮ 具体来讲ꎬ 对于现

存企业以及其所在社会的规制性、 规范性和认

知性制度而言ꎬ 制度理论强调了制度变革如何

导致这两者之间出现错位ꎮ 这种制度的动态变

化有利于为新创企业带来资源攫取的机会ꎻ 同

时ꎬ 因为新创企业更加匹配新制度ꎬ 所以新创

企业能比现存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 ( Ｔｏｌ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本篇关于制度变革和创业的文献

大致锁定了三个领域: 制度壁垒降低的影响、

新兴制度中介的影响、 制度不一致性的影响ꎮ

每个领域都将探讨动态的制度环境对创业者及

其战略决策的影响ꎮ

(一) 制度壁垒的降低

制度变迁通过减少创业活动的制度壁垒创造

了大量创业机会ꎬ 其中包括进入壁垒 ( Ｓｉｎｅ ＆

Ｄａｖｉｄꎬ ２００３ꎻ Ｓｉ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 )、 成 长 壁 垒

(Ｅｅｓｌｅｙꎬ ２０１６) 和退出壁垒 (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 等ꎮ 为了利用这些有利的制度变化ꎬ 创

业者可以调整他们的战略ꎬ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

制度环境ꎬ 即使他们也要应付不断变化的商业

环境 (Ｌｉ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７)ꎮ 这些战略性的适应

行为包括组织形式变革 (Ｎｅｅꎬ １９９２) 和网络发

展策略 (Ｐｅｎｇꎬ ２００３ꎻ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首先ꎬ 制度变迁可能会削弱人们对现存企

业的 “理所当然认知” (ｔａｋｅｎ－ｆｏｒ－ｇｒａｎｔｅｄｎｅｓｓ)ꎬ

从而降低创业的进入壁垒 (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ｅｎｔｒｙ)

(Ｓｉｎｅ ＆ Ｄａｖｉｄꎬ ２００３)ꎮ 其中一种进入壁垒来源

于由在位企业主导的现有制度ꎮ 然而ꎬ 自上而

下的变化将挑战稳定的制度结构ꎬ 创造创业机

会ꎮ 例如ꎬ 通过对电力行业的发展历史进行分

析ꎬ Ｓｉｎｅ 和 Ｄａｖｉｄ (２００３) 发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的石油危机促使监管者和政治家开始仔细审视

这个行业的制度化要素ꎬ 批判它的 “监管—垄

断” 结构在超过 ４０ 年的时间内保持稳定ꎮ 这次

审视弱化了现存逻辑ꎬ 并且通过重新拟定诸多

可行方案来开始寻找新的运行逻辑ꎮ 这个转变

创造了 “解决方案集市”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ａｚａａｒ): 决

策制定者可以购买适合的方案ꎬ 那些带有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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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者们也可以推销自己的方案ꎮ 最终ꎬ 这

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为引进替代的发电技术

带来了巨大的机会ꎮ

同样ꎬ 制度变革通过减少新技术的感知风

险来促进风险投资的形成 (Ｓｉｎｅ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ꎮ

换言之ꎬ 进入壁垒可以由在位企业在外部设置ꎬ

也可以通过创业者的风险感知在内部创造ꎮ 例

如ꎬ Ｓｉｎｅ 和他的同事 (２００５) 发现ꎬ 全行业的

风险降低会导致更多的新科技创业企业的诞生ꎬ

这是因为对于面临更高风险的创业企业来说ꎬ

风险降低的边际价值更高ꎮ 根据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２ 年

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 ２０６７ 家合格的发电设施

的数据ꎬ 作者发现ꎬ 那些使新的独立电力部门

合法化的法规变更对采用新技术的创业企业带

来的影响ꎬ 会比对采用成熟技术的创业企业的

影响更为巨大ꎮ

其次ꎬ 虽然先前的研究通常关注创业的进

入壁垒ꎬ 但新近的研究考察了监管变革如何通

过降低成长壁垒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来促进创

业ꎮ 具体而言ꎬ 阻碍增长的制度壁垒通常是由

有利于在位企业的产业政策造成的ꎮ 在新兴经

济体中ꎬ 这些享有特权的企业往往是国有企业

或少数的外资企业ꎮ 这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往

往会将资源和优惠政策导向成熟企业ꎬ 从而阻

碍初创企业的成长 (Ｅｅｓｌｅｙꎬ ２０１６)ꎮ 因此ꎬ 成

长壁垒的降低往往带来创业机会ꎬ 鼓励更多的

创业者创办企业ꎮ Ｅｅｓｌｅｙ (２０１６) 对 ２９６６ 名清

华大学校友的分析支持了这一观点ꎮ 除了进入

壁垒减少对初创企业的总体影响外ꎬ Ｅｅｓｌｅｙ

(２０１６)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 成长壁垒的适度降低

会增加低人力资本个体的创业可能性ꎬ 而如果

其进一步降低ꎬ 就会增加高人力资本个体的创

业可能性ꎮ

最后ꎬ 与成长壁垒类似ꎬ 制度性的退出壁

垒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ｅｘｉｔ) 也会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决

策ꎮ 具体而言ꎬ 越低的失败壁垒对创业者而言

越有益ꎬ 因为它降低了因失败导致的个体合法

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的损失ꎬ 并将创业者决策的重

点从规避风险转向了寻求机会ꎮ 例如ꎬ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

及其合作者 (２００７) 发现ꎬ ２００３ 年日本破产法

中的一个使之更为宽松的转变ꎬ 既提高了创业

率ꎬ 又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精英个体创办公司ꎮ

同样ꎬ 中国在过去几年也对其破产法进行了改

革 (Ｚｈ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尽管我们预计在中国也

同样会有类似的影响ꎬ 但我们仍然尚未在 (我

们所知道的) 主要的管理学杂志上发现针对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７ 年破产改革对创业者的影响而开

展的系统研究ꎮ

除了破产ꎬ 创业者也可以选择出售公司股

份而顺利地退出ꎮ 金融市场改革让他们更容易

通过首次公开发行 ( ＩＰＯ) 退出ꎮ 例如ꎬ 中国

政府为创业公司设立了各类市场ꎬ 如中小企业

板、 创业板、 科技创新板等ꎬ 这些市场的门槛

较主板更低ꎮ 此外ꎬ 中国的所有制改革使国家

所有权能够进入私有企业ꎬ 这为创业者出售其

公司股票提供了另一种可能ꎬ 从而降低了退出

的壁垒ꎮ

在减少各种创业壁垒的同时ꎬ 制度变革可

以创建不同类型的制度ꎬ 这些制度有益于特定

的组织形式和 /或公司战略ꎮ 例如ꎬ Ｎｅｅ (１９９２)

发现ꎬ 在中国市场转型的局部改革过程中ꎬ 混

合所有制企业 (即市场化再分配企业) 相对于

其他组织形式更具交易成本优势ꎮ 然而ꎬ 向市

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变ꎬ 会越来越有益于私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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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ꎬ 因为它降低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ꎮ 同样ꎬ

Ｐｅｎｇ (２００３) 提出了一个两阶段模型ꎬ 描述了

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战略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化ꎮ

具体来说ꎬ 在制度变迁的早期阶段ꎬ 基于关系

的、 个性化的交易结构需要以网络为中心的企

业战略ꎮ 然而ꎬ 在制度变迁的后期ꎬ 基于规则

的、 非个人的交易结构更倾向于一个基于市场

的战略ꎮ

因此ꎬ 为了利用有利的制度变迁ꎬ 创业者

应该调整自己的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制度环

境ꎮ 在这些动荡的环境下ꎬ 他们可能需要在政治

网络与职能化的业务技能之间取得平衡 (Ｌｉ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７)ꎮ 在 Ｐｅｎｇ (２００３) 的制度变迁两

阶段模型的基础上ꎬ Ｚｈ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 在对进

入制度变迁早期和晚期阶段的两组创业者的研

究中ꎬ 进一步考察了这些问题ꎮ 通过与 ３３ 位创

业者的半结构化访谈ꎬ 作者发现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创业的这批创业者倾向于建立强大的政治关系ꎬ

因为这些非正式的个人关系可以替代正式的制

度支持 (Ｈａｖｅｍ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Ｘｉｎ ＆ Ｐｅａｒｃｅꎬ

１９９６)ꎮ 相比之下ꎬ ２００２ 年后才进入市场的第

二组访谈对象建立了较少的政治网络ꎬ 而且建

立了更加多样化但强度又较弱的市场网络ꎬ 因

为有力的监管制度支持了基于市场的竞争ꎮ 这

些结果表明ꎬ 虽然创业战略可能会在创业之初

就被印上印记ꎬ 但在种群层次上的战略变化也

可能会出现ꎬ 因为新进入者会调整自己的战略ꎬ

以适应有利的新制度ꎮ

(二) 新兴的制度中介

在动态的制度环境中ꎬ 新兴的制度中介有

利于创业者获取资源ꎮ 中介是通过连接从未联

系过的参与者来完成相应活动的代理人 (Ｄｕｔ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创业研究与

创新研究探讨了两类中介ꎬ 即服务中介和制度

中介ꎮ 服务中介 (如会计师和律师事务所) 提

供支持性服务ꎬ 以支持企业的创立和成长

(Ｚｈａｎｇ ＆ Ｌｉꎬ ２０１０)ꎮ 相比之下ꎬ 制度中介则通

过改变制度环境来影响企业的创建和成长 (Ａｒ￣

ｍａｎｉ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Ｄｕｔ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Ｍａｉ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具体而言ꎬ 制度中介是 “具有创建制度潜

力的代理人” (Ｄｕｔ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它们通过连

接未联系过的参与者来实现未曾开展过的活动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先前对制度中介的研究

主要讨论了其对创业的两种好处: 建立能力、

提供认证ꎮ 首先ꎬ 制度中介可以提供或促成某

些种类的能力建设活动ꎬ 而如果没有中介ꎬ 这

些活动并不可能发生ꎮ 例如ꎬ 科技园是连接创

业者和政府的一种制度中介ꎮ 通过在私人和公

共部门之间架起桥梁ꎬ 科技园区往往能够提供

独特的能力建设机会ꎬ 例如获得来自大学的辅

导以及获得与研究实验室的合作机会 (Ａｒｍａｎｉ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Ｓｉｅｇｅ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ꎻ Ｗｕ ｅｔ ａｌ.ꎬ ｕｎｄｅｒ ｒｅ￣

ｖｉｅｗ)ꎮ 同样ꎬ Ｄｕｔｔ 等 (２０１６) 在针对 １３３ 家创

业孵化器的研究中发现ꎬ 政府、 学术机构和非

政府组织资助的孵化器可以促进相应行业的业

务能力发展ꎮ

其次ꎬ 制度中介也可以向创业者提供认证ꎮ

一方面ꎬ 制度中介可以重新定义市场边界ꎬ 赋

予新市场中的新参与者以合法性ꎮ 例如ꎬ Ｍａｉｒ

等 (２０１２) 发现ꎬ 孟加拉国的非政府组织是一

种制度中介ꎬ 它创造了一个包容的市场ꎬ 并且

允许妇女进入及参与这个市场ꎮ 类似地ꎬ Ｓｕｔｔｅｒ

等 (２０１７) 发现ꎬ 尼加拉瓜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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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 “制度脚手架”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ꎬ

以促进乳酪农场从非正式市场向正式市场的过渡ꎮ

另一方面ꎬ 制度中介也可以赋予现有市场中的

新参与者以合法性ꎮ 这种合法化可能仅仅是与

中介合作的结果ꎬ 因为受到中介机构选择就可

以表明创业企业的质量ꎬ 并被赋予合法性 (Ａｒ￣

ｍａｎｉ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Ｂｅｒｍｉｓ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Ｐｌｕｍｍ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不同类型的创业者可能会从制度中介处获

得不同的益处ꎮ 例如ꎬ 创业者可能在海外经历、

职能经历、 政治人脉、 才能以及其他各种属性

上有所差异 ( Ｅｅｓｌｅｙ ＆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２０１２ꎻ Ｌｉ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７ꎻ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例如ꎬ 与没有海

外经验的创业者相比ꎬ 有海外经验的创业者从制

度中介处获得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Ａｒｍａｎｉｏｓ 及其同事 (２０１６) 在北京海淀

区对 １３９ 家科技园和非科技园企业进行了调查ꎮ

他们发现ꎬ 在获得政府资助方面ꎬ 科技园对

“海归” 精英和本土精英都有利ꎮ 他们进一步使

用了一个工具变量来区分认证和能力建设———

他们利用了一个事实ꎬ 即认证是一种选择效应ꎬ

而能力建设是一种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孵化效

应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ꎮ 结果表明ꎬ “海归” 精

英受益于认证效应ꎬ 而本土精英则受益于制度

中介带来的能力建设效应 (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ꎮ 不过在当前ꎬ 制度中介通常在中国等

新兴经济体的情境下受到研究ꎬ 未来的研究可

能会探索将这些理论概念移植到美国等情境的

可能性ꎬ 并研究在新型疾病暴发的背景下的诸

多现象ꎬ 比如公私伙伴关系 ( ｐｕｂｌｉｃ －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加速器ꎬ 以及为金融科技、 自动

驾驶和最近的生物技术而提出的监管沙箱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ａｎｄｂｏｘ) 设想ꎮ

(三) 制度的不一致

制度变迁也可能造成两种制度环境之间的

不一致: 受政策影响的地方制度环境ꎬ 以及不

受地方政策变化影响的更广泛的制度环境

(Ｅｅｓ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具体而言ꎬ Ｅｅｓｌｅｙ 及其合

作者 (２０１６) 分析了来自中国的大学校友的调

查反馈ꎬ 他们发现在中国自上而下推动的

“９８５” 项目在制度上与中国更广泛的环境不一

致ꎮ 换句话说ꎬ “９８５” 项目强调技术和创新ꎬ

而知识产权却在更广泛的制度环境中所受的保

护较为薄弱ꎮ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 “９８５” 项目

的高校毕业生对创新抱有更大的信念ꎬ 更有可

能创办高科技创业企业ꎻ 不过ꎬ 与非 “ ９８５”

毕业生或在 “９８５” 改革前就创办公司的毕业

生相比ꎬ 这些毕业生创办的企业往往业绩

较差ꎮ

为了减轻制度不一致对创业企业绩效的负

面影响ꎬ 创业者可以采用一种结合多重制度逻辑

的混合策略ꎮ 例如ꎬ Ｂａｔｔｉｌａｎａ 和 Ｄｏｒａｄｏ (２０１０)

发现小额信贷组织必须将自身的发展逻辑与银

行逻辑相结合ꎬ 形成一种混合身份 ( ｈｙｂｒｉｄ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ꎮ 在他们的比较案例研究中ꎬ 一个名叫

ＢａｎｃｏＳｏｌ 的组织通过混合搭配的方式整合了相

互冲突的逻辑: 他们雇用了有银行或发展经济

学背景的员工ꎬ 然后提供他们所缺乏的专业技

能培训ꎮ 相比之下ꎬ 一个名叫 Ｌｏｓ Ａｎｄｅｓ 的组织

雇用了没有经验的年轻工人ꎬ 并提供标准化的

培训项目 (这些培训结合了涉及银行和发展经

济学的内容)ꎮ 结果ꎬ 从长远来看ꎬ Ｌｏｓ Ａｎｄｅｓ

的表现优于 ＢａｎｃｏＳｏｌꎬ 因为前者的员工形成了

更一致、 共同的身份ꎮ 这些结果表明ꎬ 企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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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采用不同的混合策略来整合不一致的逻辑ꎬ

这些战略选择会影响企业绩效ꎮ

四、 讨论与总结

以上综述表明ꎬ 针对中国情境的创业学研

究往往关注制度层面及制度变迁ꎮ 可见ꎬ 中国

创业者既面临着制度变化 (其中部分制度变化

幅度极大)ꎬ 也面临着大多数创业者所同样面临

的市场变化ꎮ 相比之下ꎬ 虽然一些研究美国情

境的文献考虑了制度层面的变化ꎬ 但它们通常

更关注技术环境的变化ꎬ 以及个人、 团队和跨

组织层面的分析ꎮ 因此ꎬ 各类文献之间都有可

相互借鉴之处ꎮ 美国和其他西方研究者日益关

注技术变化的战略反应ꎬ 对中国情境感兴趣的

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可能会因此受益ꎮ 以美国

情境为研究重心的学者也可以从制度视角和对

快速制度变迁的相关机制研究中获益ꎬ 因为这

些研究早已在中国情境下开展ꎮ 我们在表 １ 中

总结了主要论点ꎮ

表 １　 中美情境下的创业研究对比

美国情境 中国情境

环境动态的来源 技术变化 技术及制度变化

基本战略张力 灵活性 ｖｓ 效率 市场 ｖｓ 政府

分析层面 个人层面 团队层面 跨组织层面

制度领域

(包括个人层面、 团队层面和跨

组织层面各因素的相互作用)

创业战略

“不平衡” 策略 (用 灵

活性对抗惯性)
管理团队成员的共同经

验 (可提高效率)

使高效连带得以建立的

创业战略 (例如催化战

略和 “跳远” 策略)

进入、 成长和退出的制度壁垒

的下降 (可增加创业率)

考虑环境动态的多样性 /
多种类型 (以平衡灵活

性和效率)

管理团队成员的多样化

经验 (提升灵活性)

使灵活的连带协作成为

可能的创业战略 (例如

序贯关注和轮值领导)

新兴的制度中介 (使能力建设

活动成为可能ꎬ 并向创业者授

予认证)

高阶思维 (实现灵活性

和效率)

拥有快速而有效的战略

决策的执行团队和董事

会 (能够更好地平衡灵

活性和效率)

制度的不一致 (需要引起注意ꎬ
并需要采取多种措施)

　 　 总而言之ꎬ 虽然这两种研究领域在很大程

度上是平行发展的ꎬ 但我们相信可以通过更紧

密的对话来获得丰富的洞见ꎮ 如果不同作者通

力合作 (他们可能使用不同的方法、 在不同的

环境中收集数据ꎬ 或者在研究中使用不同的理

论)ꎬ 就很可能实现上述效果ꎮ 尽管我们可能会

发现早期研究的某些方面具有普适性ꎬ 但更可

能发生的是ꎬ 通过这些作者的努力ꎬ 我们会发

现一些惊喜与矛盾之处ꎬ 并从这些细微差别中

收获更深刻的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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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我们努力去影响学生、 政策制定者

和创业者ꎬ 他们将会获益于收获更丰富的洞见、

获知更多元的战略选择以及更全面地了解在其

他情境中正在发生的商业趋势ꎮ 一方面ꎬ 中国

学者和创业者 (特别是科技创业者)ꎬ 可以从美

国情境的创业研究中学习到个人、 团队和跨组

织层面如何对动态环境进行有效响应ꎮ 中国科

技创业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工作中的政策举措中

应运而生 (Ｂａａｒｋꎬ ２００１)ꎬ 这些举措可以分为

三类 (Ｅｅｓｌｅｙ ＆ Ｌｉꎬ ２０１４): 第一类的目标是提

高科学知识的数量和质量ꎬ 例如 “火炬计划”

和 “９７３” 项目ꎻ 第二类则旨在提高潜在创业者

的数量和质量ꎬ 例如 “９８５”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 ( Ｅｅｓ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第三类是尝试建设更好的制度场域来支

持初创企业的创立和发展ꎬ 例如北京中关村科技

园和各类大学科技园 (Ａｒｍａｎｉ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总而言之ꎬ 这些政策旨在使科技领域的创

业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ꎬ 变得比其他领域的企

业更加市场化ꎮ 不过ꎬ 尽管中国市场中的市场

化竞争已日益加剧ꎬ 技术进步和颠覆程度正变

得更大ꎬ 我们认为一些中国创业者仍然过于看

重以 (政府) 关系为基础的旧竞争模式ꎮ 这些

中国创业者可能将会受益于战略意识的提高、

平衡效率与灵活性技能的掌握ꎬ 而不再从更高

的效率、 更低的工资与成本、 受到保护的市场

准入等方面展开竞争ꎮ 我们认为ꎬ 中国科技创

业者可以关注美国情境中的卓越创业者ꎬ 学习

他们在动态环境中使用的策略ꎮ

首先ꎬ 在个人层面ꎬ 中国科技创业者可以

夯实平衡灵活性与效率的微观基础ꎮ 具体而言ꎬ

近期中国中央政府大力促进中国科技领域的发

展ꎬ 这些举措正在迅速带来大量的创业机会ꎮ

把握机会的核心战略张力是如何平衡好两者:

灵活捕获变化多样且出乎意料的机会ꎬ 以及有

效利用特定机会ꎮ 为应对这种张力ꎬ 中国创业

者可能会采取战略行动ꎬ 比如使用启发式的

“简单规则” 策略和依赖更高阶的专业思考方式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０)ꎮ 然而ꎬ 鉴于中国独特

的制度环境ꎬ 创业者和研究学者可能会发现:

在动态环境中ꎬ 不同的概念和过程支配着战略ꎮ

他们可能会通过调整以现有关系为基础的策略

以达到新的目的ꎬ 因为这些策略和网络是众人

所熟悉的ꎬ 也因此在认知和规范上更容易被

接受ꎮ

其次ꎬ 在团队层面ꎬ 中国科技创业者可能

会模仿美国初创企业的团队构成以及团队成员

互动ꎬ 因为美国企业可能可以更有效地平衡灵

活性和效率ꎮ 随着中国科技创业企业中 “海归”

创业者的增加ꎬ 上述洞见或许已在中国逐步成

为现实 (Ａｒｍａｎｉ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 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ꎮ

这些 “海归” 精英在教育经历和工作经验上往

往与本土中国创业者并不相同ꎮ 在动态环境中ꎬ

团队成员经历的多样性有助于提高创业企业的

绩效 (Ｅｅｓ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 Ｓｃｈｏｏｎ￣

ｈｏｖｅｎꎬ １９９０)ꎮ 除了团队构成ꎬ 中国创业者还可

以有效地使用类似于美国初创企业中管理层和

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互动方法ꎬ 比如董事会管理

策略 (ｂｏａｒ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以及快速决

策过程 (ｆａｓ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Ｅｉｓｅｎ￣

ｈａｒｄｔꎬ １９８９ꎻ Ｇａｒｇ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６)ꎮ 此外ꎬ

学者和创业者可能会发现ꎬ 对于下级团队成员

及相关实践ꎬ 中国制度环境的认知和规范并不

接受其中出现对领导者的质疑ꎮ 更为适应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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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情境的等效方法可能已经在高绩效的中国

创业企业中投入使用ꎬ 但创业和战略领域的研

究者对此还一无所知ꎮ

最后ꎬ 在跨组织层面ꎬ 中国科技创业者可

以从美国创业者那里学习到高效、 灵活的连带

建立策略ꎮ 特别是中国的高科技创业者通常是

草根出身ꎬ 缺乏政治关系 (Ｗａｌｄｅｒꎬ ２０１１)ꎮ 这

种出身背景可能阻碍了其在市场上发挥世袭优

势ꎬ 迫使其发展其他竞争优势ꎬ 并像西方经济

体中的科技创业者那样建立连带ꎮ 先前的研究

发现ꎬ 中国科技创业企业需要同时考虑基于环

境的战略和基于关系的战略 (Ｌｉ ＆ Ａｔｕａｈｅｎｅ －

Ｇｉｍａꎬ ２００１)ꎮ 催化战略 (Ｈａｌｌｅｎ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１２) 和 “跳远” 策略 (Ｏｚｃａｎ ＆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ꎬ

２００９) 是基于关系的策略的两个例子ꎬ 能在中

国创业者与资源提供者之间建立有效的连带ꎮ

此外ꎬ 在制度、 科技或行业动态环境背景下了

解创业者如何为其创业企业制定战略ꎬ 同样至

关重要ꎮ

总之ꎬ 美国创业研究的结果可能并不完全

适用于包括中国情境在内的不同制度情境ꎮ 中

国创业者需要调整这些策略ꎬ 以适应中国的环

境ꎮ 例如ꎬ 中国市场环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计

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ꎮ 因此ꎬ 要想在中国取

得成功ꎬ 仅在市场上与其他公司建立高效、 灵

活的连带可能是不够的ꎮ 对于初创企业和其他

企业来说ꎬ 市场关系和政治网络 “两手都抓”

(Ｌｉ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７) 可能才是生存和成功的必

要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 美国学者和创业者也可以从中

国创业研究中更多地了解到制度变迁带来的机

遇和挑战ꎮ 由于美国的制度环境相对稳定ꎬ 当

地创业者可能缺乏特定的经验和能力ꎬ 难以在

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动态环境和制度 (例如ꎬ 美

国可能相对落伍的金融科技领域ꎬ 以及在线教

育领域) 中识别和把握机会ꎮ 然而ꎬ 从中国创

业研究中了解这些问题ꎬ 可能会有所裨益ꎮ 这

使美国创业者能够更有效地抓住制度变革所创

造的机会ꎬ 或者了解未来制度变革的实施路径ꎮ

例如ꎬ 目前人们特别关注于如何从美国联邦实

验室的投资中产出更多商业化成果ꎬ 在这个方

面ꎬ 学者们更应该向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学习ꎮ

监管制度的改革、 制度基础设施的改变ꎬ 以及

基础科学及工程的规范ꎬ 伴随着认知性制度的

改变ꎬ 都可能会激发高科技创业ꎬ 为美国带来

潜在的经验ꎮ 此外ꎬ 研究中国的制度变化以吸

引 “海归” 科学家、 工程师和创业者ꎬ 将有助

于深刻了解决策者应该如何制定战略ꎬ 实现有

效的成本投入ꎬ 来招募和留住最优秀、 最聪明

的毕业生ꎬ 最终造福国内企业ꎮ

进一步而言ꎬ 在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中ꎬ

有必要在做出创立决策之前就将进入、 成长和

退出的制度壁垒纳入考虑范围 (Ｅｂｅｒｈａ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ꎻ Ｅｅｓｌｅｙꎬ ２０１６)ꎮ 利用制度中介 (例如ꎬ

孵化器和加速器) 来提高能力、 获取合法性ꎬ

通常亦有益处 (Ａｒｍａｎｉｏ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最后ꎬ

美国创业者还应该注意在制度变迁期间ꎬ 地方

制度和更广泛的制度之间可能存在潜在的不一

致 (Ｅｅｓｌｅｙꎬ ２０１６)ꎮ 例如ꎬ Ａｉｒｂｎｂ 和 Ｕｂｅｒ 的创

业者都出生在旧金山的一个更开放、 自由的环

境中ꎬ 他们或许能够更好地预见到把企业转移

到不同国家甚至美国不同地区时会遭遇到各种

抵制ꎮ

由于中国的创业者采用了一种更为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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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自上而下的、 公司创业驱动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ｄｒｉｖｅｎ) 的模式ꎬ 美国大型企业的高

管们可能会从中汲取经验ꎬ 在企业内部培养创

业精神ꎬ 或者经营自己的企业风险投资 (ｃｏｒｐｏ￣

ｒａｔｅ 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ＣＶＣ) 或创业加速器ꎮ 在美

国ꎬ 独立的风险投资公司占主导地位ꎻ 而在中

国ꎬ 相对而言企业创业者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

ｎｅｕｒｓ) 与 ＣＶＣ 更有声望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

异? 在更为动态的环境中ꎬ 这种差异会对管理

产生什么影响? 中国顶级 ＣＶＣ (即腾讯、 阿里

巴巴) 是如何权衡企业活动所需的不同指标与

薪酬结构的? 未来在该领域的研究将有益于美

国的大企业ꎬ 也有益于增进我们对企业创业的

理解ꎬ 即便近年来它变成了一个不太活跃的研

究领域ꎮ

我们认为ꎬ 对中美两国的创业者及学者而

言ꎬ 他们还需要了解更多有关如何在动态环境

中管理平台策略的知识ꎮ 迄今为止ꎬ 大多数关

于平台战略的文献都是采用经济学的静态视角

来研究双边市场ꎮ 然而在动态环境中ꎬ 这些方

面的探索可能更为重要: 创业者如何在构建平

台的过程中更有策略地利用聚集ꎻ 在新兴市场ꎬ

平台战略如何与人力资本开发和能力建设的举

措动态互动ꎮ 对于中美两国ꎬ 我们很有必要去

研究如何恰当地安排制度ꎬ 以确保在日益不平

等的环境背景下 (尤其是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

间)ꎬ 平台仍然能够保持公平的竞争环境ꎮ 特别

是在当下ꎬ 两国都具有有利的环境去收集数据ꎬ

为亟待进行的远程工作、 自由职业者、 零工经

济工作者及创业者等话题的研究打下基础ꎮ 即

便对一些话题的探讨可能极为重要ꎬ 当下我们

对其研究并不充分ꎬ 这些话题可能将成为未来

的研究领域ꎬ 比如ꎬ 在动态环境中ꎬ 充分利用

灵活的全球劳动力市场ꎬ 与分布全球的工程师

团队实现联系ꎬ 或者以低成本快速测试新想法ꎮ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ꎬ 中国创业研究中有关

制度层面的发现可能并不总是适用于美国或其

他情境ꎮ 虽然对于制度壁垒、 制度中介和制度

不一致这几种一般概念而言ꎬ 它们的适用性较

广ꎬ 但机会、 挑战和战略反应可以 (且很可能

是) 依据具体情境而变ꎮ 例如ꎬ 搭建政治网络

是中国科技创业者的关键策略 ( Ｌｉ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７ꎻ Ｐｅｎｇꎬ ２００３)ꎻ 但对于在西方经济体中运

作的科技企业而言ꎬ 在成为大企业之前ꎬ 政治

网络可能并非如此重要ꎮ

总之ꎬ 中美两国的研究学者和创业者可以

相互学习在动态环境中开展创业活动的有效策

略ꎮ 由于美国一直处于科技创业的前沿ꎬ 中国

创业者可以从关注美国情境的创业研究中学习

在个人层面、 团队层面和跨组织层面上应对动

态环境的策略ꎮ 同样ꎬ 美国创业者也可以从关

注中国情境的创业研究中学习制度层面的动态

环境分析ꎮ 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因这些方面的努

力而富有成果: 探讨中国情境下有关制度层面

的研究结果如何适用于美国或其他西方情境ꎻ

研究如何转移或修正有关美国情境下个人层面、

团队层面和跨组织层面的洞察ꎬ 以适应中国

情境ꎮ

在此ꎬ 我们强烈地呼吁各位学者在更广泛

的范围内建立合作ꎬ 以跨越国界、 跨越这两种

往往相互独立发展的创业研究话题ꎮ 减少这些

存在于对话和研究领域中的分歧ꎬ 专注于丰富

洞见、 增进理解ꎬ 从而使学术界、 创业者和政

策制定者获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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